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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户家庭非农创业对农地转出的影响

徐晶，张正峰 *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北京  100872）

摘 要：农村非农创业的稳步发展在提高农户家庭收入和生活水平的同时，也推动了农户对土地资源的配置与利

用，进而对农地转出产生影响。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5 年的微观农户数据，运用 Probit 模型和

Tobit 模型分析家庭非农创业对农地转出的影响，通过构建中介效应模型探讨农户家庭保险所发挥的中介作用。

结果表明，农户家庭非农创业的比例不高，仅为 14.6%，农地转出行为参与率和转出规模平均比重均呈现出较

低水平，分别为 17.4% 和 14.4%。非农创业对农户的农地转出行为和转出规模均产生了显著的促进作用，非农

创业在青壮年农户中的影响强度要显著高于老年农户。非农创业通过促进农户家庭参与保险，进一步推动了农

户的农地转出行为和转出规模，家庭保险参与在非农创业对农地转出的影响过程中发挥了部分中介效应。因此，

提出有序推动农业劳动力向非农部门转移，基于农户发展特征实施差异化的政策扶持和就业引导，通过完善农

村保障制度提高农户保险参与率等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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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mpact of non-agricultural entrepreneurship on farmland transfer-out

XU Jing, ZHANG Zheng-feng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Policy,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non-agricultural entrepreneurship not only improves rural household income 
and living standards, but also promotes the allocation and utilization of land resources, which has an impact on 
farmland transfer. Based on the data of China Household Finance Survey (CHFS) in 2015, this paper analyzed the 
impact of household’s non-agricultural entrepreneurship on farmland transfer-out by the Probit model and the Tobit 
model and further discussed the intermediary role of family insurance programs by constructing an intermediary effect 
model.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the proportion of non-agricultural entrepreneurship is 14.6%, not very high, and 
the participation rates of farmland transfer-out behavior and the average proportion of transfer-out scale are 17.4% 
and 14.4% respectively, at relatively low levels. Non-agricultural entrepreneurship has a significant role in promoting 
farmers’ farmland transfer-out behavior and scale. In addition, the analysis of heterogeneity shows that the impact 
intensity of non-agricultural entrepreneurship of young farmers i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elderly farmers. 
Furthermore, non-agricultural entrepreneurship further promotes farmers’ farmland transfer-out behavior and scale by 
promoting their family participation in insurance programs. Family insurance participation plays a partial mediating 
role in the process of the impact of non-agricultural entrepreneurship on farmland transfer-out. Therefore, this paper 
suggests: to promote the transfer of agricultural labor force to non-agricultural work, to implement differentiated 
policy support and employment guidance based on the development characteristics of farmers and to improve farmers’ 
insurance participation rate by optimizing the rural security system.
Key words ：non-agricultural entrepreneurship; land transfer; transfer-out behavior; transfer-out scale; mediating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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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是推动国家经济转型、促进城乡融合发展

的关键。十九大报告强调要支持和鼓励农民就业创

业，进一步拓宽农户的增收渠道。由于创业可以通

过促进技术进步、带动就业和增加社会流动性，推

动经济长足发展 [1]，因此农村创业已然成为推动乡

村振兴战略发展的重要抓手。近年来，国家高度重

视农村创业问题并出台了一系列鼓励政策，如 2018
年印发的《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 年）》

和 2019 年发布的《关于促进乡村产业振兴的指导

意见》均提出要积极推动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激发农村创新创业活力，努力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随着我国农村“双创”工作的稳步推进，当前非农

创业已经成为许多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重要方

向，农村自主创业劳动力数量始终占到非农劳动力

总数的近 20% [2]。农村非农创业的稳步发展在促进

地区产业升级，提高农户家庭生活水平的同时，也

可能会因农业劳动力要素配置失衡和非农收入增加

削弱农业生计依赖，从而对农村家庭土地资源的配

置与利用产生影响 [3]。此外，当前我国土地流转仍

然处于相对迟滞的发展状态，小农生产经营模式仍

居于主流地位，农村劳动力的大量外流并未如预期

一样加速小农经营格局的瓦解，劳动力非农转移对

土地流转的作用机制尚未有定论。因此，从非农创

业这一新的视角研究其对土地转出的影响具有重要

的意义。

随着农村地区社会经济的转型发展，农村创

业活动的培育和土地流转的发展引发了学术界的关

注。创业可以通过增加劳动力就业、推动知识应用

和增强服务创新，从而提高农村家庭的平均财富，

推动区域经济增长 [4] ；而以草根创业为主要特征的

农民创业可以通过内在推动贫困人群行为与态度从

被动转变为主动从而实现减贫 [5]。此外，部分学者

还从教育 [6] 和金融信贷 [7-8] 等视角讨论了相关因素

对农村创业行为和创业收益的影响。关于土地流转

影响因素的研究，学者们已经从多元化的视角进行

了分析。基于农地产权制度的改革发展，程令国等 [9]

研究发现农地确权不仅降低了流转交易成本，显著

提高农户参与流转可能性，同时还增强了农地产权

强度，提高了土地内在价值。从农户家庭决策角度，

钱忠好 [10] 提出由于家庭内部分工和农户经营兼业

化的出现，非农就业并不必然导致土地流转。从社

会网络角度，钱龙和钱文荣 [11] 研究发现社会资本

对土地转出或转入未产生直接显著影响，但会通过

促进非农就业正向影响土地转出，且劳动力禀赋和

农业机械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李华等 [12] 通过研究

发现关系网络中的强连接网络和弱连接网络对农地

流转均有显著正向影响。杨子等 [13] 通过探讨农业

机械与土地规模经营的关系，发现农业机械的使用

对土地转入有显著正向影响。Qian 等 [14] 提出开放

程度高的小农户会更积极地参与农地流转。洪名勇

等 [15] 从空间依赖性视角分析了农地流转的影响因

素。此外，部分国内外学者还对农地流转与合约匹

配 [16]、农业生产效率 [17] 和化肥使用 [18] 的关系等不

同主题进行了深入的探究。

尽管学者们已经围绕着农村创业和农地流转两

个主题进行了一系列讨论分析，但是大多都是单独

针对其中一个主题所开展的研究，目前仍鲜有研究

关注农村非农创业与农地流转两者之间的关系。随

着农村地区创业活动的稳步发展，劳动力非农创业

已然成为影响农村土地要素流动的重要因素，是

助推土地流转发展进程的重要举措，因此有必要针

对非农创业对农地转出的影响和作用机制进行深入

的研究。此外，以往研究通常将农户作为一个同质

群体进行分析，忽视了农户群体分化的组群差异和

影响效应的异质性。基于此，本文利用 2015 年中

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的全国性微观农户数据，

采用二元 Probit 模型和 Tobit 模型分析农户家庭非

农创业与农地转出的关系，运用中介效应模型探讨

非农创业在农地转出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同时从

农户群体分化视角探讨非农创业对农地转出影响的

异质性，以期为促进农村地区非农创业和土地流转

发展、深化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决策参考。

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1.1  农户非农创业与农地转出的关系

农村创业活动是农村劳动力市场发育的重要组

成部分，自主创业的劳动参与形式在农户家庭生计

策略选择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19]。农村劳动

力的非农转移通过整合家庭生产要素和配置生产资

源，直接影响了农户传统的小农生产经营模式，推

动了农村土地流转的发展进程 [20]。可见，非农创业

主要通过家庭劳动力要素配置、收入结构调整和生

计思维转变三个方面影响农户家庭的农地转出。

1）家庭劳动力要素配置。家庭劳动力转移到

非农部门开展创业活动直接导致了家庭农业劳动

力，特别是青壮年农业劳动力供给数量的显著减少，

降低了家庭在农业生产中的劳动力要素投入 [21]，从

而导致农户家庭劳动力要素与土地要素匹配出现失

衡。同时，尽管农业机械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可以

部分抵消劳动力要素减少对农业生产的冲击，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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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务工相比，创业活动往往需要家庭劳动力投入更

多的时间和精力，且细碎化的家庭承包耕地会影响

机械的利用效率 [22]，降低了劳动力参与兼业经营的

可能，从而促进了农地的转出。

2）家庭收入结构调整。由于非农业部门与农

业部门之间收入的差异，大量农村劳动力的非农转

移其实是家庭为追求更高的收入而采取的劳动力配

置决策 [23]，自主创业拓展了农户的收入来源，改变

了家庭原有的单一收入结构，为农户带来了可观的

非农经济收益。创业通过改善个人的经济和非经济

福利，可以对贫困者的生活水平产生积极影响 [24]。

同时，由于创业与收入往往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 
系 [25]，相对较高的创业收入增强了家庭非农收入对

农业收入的替代作用 [26]，提高了传统农业生产的机

会成本，削弱了家庭生计对农业生产的依赖，降低

了农户的农业生产积极性，从而促进了家庭农地的

转出行为和转出规模。

3）生计思维转变。创业活动通过增强农村劳

动力与外界的交流沟通，提高了农户对新事物的接

受程度，开拓了农户家庭的生计视野，改变了农户

传统重地重农的小农思维，提高了农户家庭生计选

择的丰富度，从而促进了农地的转出。

综合以上分析，本文认为非农创业对家庭农地

转出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对农地转出规模同

样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1.2  家庭保险的中介作用

土地作为农户家庭基本的生产资料和生存基

础，具有维护社会公平、保证生产效率的重要作用。

当外在保障体系缺失时，农村土地通过发挥稳定的

经济功能和保障功能，成为农村家庭生存养老的基

本支撑 [27]。随着城镇化和工业化的快速发展，农村

土地在农户家庭生产生活中的功能发生了较大的变

化。一方面，农村劳动力的大量外流和非农就业转

型弱化了农村土地和农业生产在维持农户家庭生计

中的作用，土地的经济功能被逐步削弱，土地流转

和农业规模经营被赋予了重要期望 [28]。另一方面，

由于小农的决策基础是生存伦理而非完全的经济理

性 [29]，当外在制度性保障缺失的情况下，农村土地

仍然发挥着重要的保障功能，这导致许多农户即使

已经实现了劳动力就业向非农部门的转移，但仍会

坚持保有土地作为稳定就业和未来养老的保障。因

此，土地的保障功能被认为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土

地要素的流动 [30]。

近年来，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和商业保险

行业的发展推动了家庭外在保障体系的完善，保障

体系的多元化选择弱化了农村土地的保障功能，家

庭生存保障开始呈现出由土地保障向社会保险等外

在保障过渡的发展趋势 [31]。由于社会保险和商业

保险需要参保家庭在享受保障之前提前缴纳参保费

用，因此保险的参与存在着一定的经济门槛，农户

对外在保障的有效需求和保险费用承受能力会受到

家庭收入的极大限制 [32]。随着农户非农创业活动的

不断发展，农户家庭的生存环境和观念更加开放，

保障方式的选择余地变大。同时，非农创业收入的

大幅增加提高了家庭对于未来保障的期望和要求，

增强了农户参与和购买多元化家庭保险的意愿和能

力 [33]。社会保险和商业保险的参与不仅给老年人提

供了较为稳定的收入，同时提高了农户家庭未来的

生存养老保障预期 [30]，从而通过降低农户家庭对土

地保障功能的依赖程度，促进农村土地的转出。

基于此，本文认为非农创业通过家庭保险这一

中介变量，正向促进了农户的农地转出行为，对农

地转出规模同样具有正向促进作用。

综上所述，非农创业对农户家庭农地转出的影

响机制可用图 1 表示。

2  研究方法

2.1  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自于西南财经大学2015年中

国家庭金融调查（China Household Finance Survey， 
CHFS）微观农户调查数据，调查地区共涉及 29 个

省级单位（未包括新疆、西藏和港澳台地区），样

本具有较好的代表性。该数据库涵盖了个体和农户

家庭较为全面的微观信息，为本文提供了可靠的数

据支持。由于本文主要研究农户家庭的农地流转情

况，因此保留了样本中拥有承包耕地的农户家庭，

图 1　非农创业对农地转出的影响机制
Fig. 1　Influencing mechanism of non-agricultural entrepreneurship on farmland transfer-out

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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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根据家庭编码将个人信息库与家庭信息库相匹

配，提取了农户家庭成员的相关信息，通过筛选并

剔除部分缺失值，最终共获得有效样本 13 924 个。

2.2  变量定义

1）被解释变量。本文将农地转出设定为被解

释变量，包含转出行为和转出规模两个测度项。其

中，转出行为为二值虚拟变量，具体由“家庭是否

转出农地”的回答来判断。由于农户转出土地的面

积会受限于家庭本身所承包的土地面积，单纯使用

土地转出面积计算无法较好衡量样本农户整体的农

地流转水平和家庭生计情况。因此，参考钱龙和钱

文荣 [11]、李华等 [12] 的研究，转出规模根据家庭转

出农地面积占家庭承包地总面积的比例计算所得

（表 1）。

表 1　变量说明与描述性统计
Table 1　Variable description and descriptive statistics

变量类型 变量 变量解释与赋值 均值 标准差

被解释变量
转出行为 家庭是否转出农地 ：1= 是 ；0= 否 0.174 0.380

转出规模 家庭转出农地面积 / 家庭承包地总面积 0.144 0.331

核心变量 非农创业 家庭是否从事工商业生产经营项目 ：1= 是 ；0= 否 0.146 0.353

工具变量 风险偏好 家庭风险偏好 ：1= 无风险 ；2= 略低风险 ；3= 平均风险 ；4= 略高风险 ；5= 高风险 1.687 1.100

中介变量 家庭保险 家庭是否参与社会保险或商业保险 ：2= 参与两种 ；1= 参与一种 ；0= 未参与 0.891 0.517

控制变量

家庭人口 家庭人口数（人） 4.080 1.857

年龄 平均年龄（岁） 42.419 13.956

文化程度
平均文化程度；自评等级：1= 没上过学；2= 小学；3= 初中；4= 高中； 5= 中专 / 职高；
6= 大专 / 高职 ；7= 大学本科 ；8= 硕士研究生 ；9= 博士研究生

2.737 0.937

健康状况 平均健康状况 ；自评等级 ：1= 非常好 ；2= 好 ；3= 一般 ；4= 不好 ；5= 非常不好 2.731 0.682

务工比例 家庭务工人数 / 总人口数 0.222 0.254

农机租赁 是否租赁农业机械 ：1= 是 ；0= 否 0.320 0.467

自有农机 自有农业机械价值（取对数） 1.994 3.581

农业补贴 是否获得农业补贴 ：1= 是 ；0= 否 0.532 0.499

农业雇工 是否雇佣其他人从事农业生产 ：1= 是 ；0= 否 0.070 0.255

土地面积 家庭拥有的承包地面积（hm2） 0.567 3.822

农地确权 是否取得土地经营权证书 ：1= 是 ；0= 否 0.439 0.496

征地经历 是否有征地经历 ：1= 是 ；0= 否 0.092 0.289

社会资本 本村内有血缘关系的亲戚个数 ：1= 没有 ；2= 有 1~3 个 ；3= 有 4~6 个 ；4= 有 6 个以上 2.701 1.108

2）核心解释变量。本文将家庭非农创业设定

为核心解释变量。非农创业主要表现为农户家庭是

否开展非农创业的情况，包括个体小手工业经营和

企业经营。具体由“当前您家是否从事工商业生产

经营项目”这一问题的回答作为核心解释变量的测

度项，如果农户回答“是”，则认为家庭开展了非

农创业 ；否则，认为家庭没有开展非农创业。

3）工具变量。本文选取家庭风险偏好作为工

具变量。从理论上看，风险偏好对创业行为的影响

已被不同研究所证实 [34-35]。风险偏好可以决定个体

面对不确定情况时的预期和效用评价，从而影响个

体的行为选择。同时，成年人在风险偏好等基本方

面的性格差异相对稳定 [36]。由于创业活动的开展需

要面临高投入和诸多不确定性，是具有较高风险的

经济行为，因此越偏好风险的个体越可能开展创业

活动 [35]。尽管家庭风险偏好会影响到农户家庭的创

业活动，但是对于家庭的农地转出是相对外生的，

故而符合工具变量的选择条件。家庭风险偏好指标

的赋值范围为 1~5，其中风险偏好度越高赋值越高。

4）中介变量。本文将家庭保险设定为中介变 
量，主要表现为农户家庭参与保险的情况，具体由

家庭是否拥有社会保险或商业保险的回答来测度。

5）控制变量。本文参照李华等 [12]、杨子等 [13]、

钱龙等 [37] 和阿布都热合曼等 [38] 的研究，引入了家

庭人口数、年龄、文化程度、健康状况、务工比例、

农机租赁、自有农机价值、农业补贴、农业雇工、

家庭承包地面积、农地确权、征地经历和社会资本

作为控制变量，同时考虑到区域间在经济、社会和

文化习惯等方面存在的差异可能会产生影响，本文

还控制了东中西部地区虚拟变量。

变量说明和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 1。
2.3  模型设定

由于本文主要考察非农创业对农户家庭的农地

转出行为和转出规模的影响，因此基准模型设定为：

0LT NAE i ia C εβ δ= + × + +∑ （1）

其中，LT 为农地转出，NAE 为非农创业，Ci 为控

制变量，a0 为常数，β和 δ为待估系数，ε为随机扰



徐晶等：农户家庭非农创业对农地转出的影响第１期 5

动项。

此外，基于理论分析，非农创业会通过家庭保

险这一中介因素对农地转出产生影响。为检验家庭

保险的中介效应是否存在，本文参考温忠麟和叶宝

娟 [39] 关于中介效应模型的相关研究，构建中介效

应检验模型为 ：

0 1LT NAE i ib Cγ η ε= + × + +∑ （2）

0 2INS NAE i ic Cλ µ ε= + × + +∑ （3）

0 3LT NAE INS i id Cσ ζ ω ε= + × + × + +∑ （4）

其中，LT 为农地转出，包括转出行为或转出规模 ；

NAE 为非农创业 ；INS 为中介变量家庭保险 ；Ci 为

影响农地转出的控制变量；b0、c0、d0 均为常数项，γ、
η、λ、μ、σ、ζ、ω为待估系数，ε为随机扰动项。

中介效应模型的分析思路如下 ：首先检验方程

（2）的系数 γ是否显著，判断是否按照中介效应立

论 ；其次检验方程（3）的系数 λ和方程（4）中的

系数 ζ的显著性，判断是否利用 Bootstrap 法进行检

验 ；然后检验方程（4）中系数 σ显著性，判断是

否存在直接效应 ；最后比较 λ×ζ和 σ的符号，若同

号则属于部分中介效应。

3  结果与分析

3.1  农户非农创业与农地转出分析

统计结果显示，在所有的样本农户中，开展非

农创业活动的农户家庭比例为 14.6%（表 1），农村

地区总体的创业参与率较低。由于财富作为创业的

重要基础，在推动潜在创业者突破资金壁垒和增强

抵御风险能力等方面具有重要的影响 [40]，因此农户

在做出创业决策前通常会慎重依据家庭经济情况。

当前，农村地区经济发展的总体水平相对较低，农

村居民家庭的经济基础和抗风险能力较弱，因而在

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农户开展创业活动。此外，创业

活动对于劳动力素质与能力具有较高的要求。从样

本的个体特征来看，样本农户家庭成员平均年龄大

约为 43 岁，家庭整体的年龄结构偏大 ；成员平均

文化水平处于小学水平，总体受教育程度偏低 ；成

员的平均健康情况仅处于中等水平。因此，农村地

区较低的劳动力素质可能是导致农户家庭创业参与

率低的原因。

从农地转出情况来看，样本农户参与农地转出

行为的总体比例大约为 17.4%，而家庭承包地转出

规模的平均比重仅为 14.4%（表 1），样本农户转出

行为和转出规模的总体参与率均不高。当前，农村

家庭劳动力已经出现了向非农部门转移的趋势，农

户非农创业收入的增加可以降低家庭对土地和农业

生产的依赖，从而促使农户转出土地。但是，农村

劳动力素质的限制和农业机械等要素的发展可能成

为抑制农地转出的原因。从统计结果来看，农户家

庭使用农业机械的现象较为普遍，其中样本农户家

庭的农机租赁率达到了 32.0% ；同时，样本农户中

还有 7.0% 的家庭通过雇佣他人弥补家庭农业劳动

力的不足（表 1）。此外，农业补贴较高的普及度可

能会激励农户家庭开展农业生产。总的来说，当前

农地流转仍处于相对迟滞的发展状态，与农地规模

化经营的发展目标相比，农地流转的发展仍然有较

大的提升空间。因此，如何通过鼓励非农创业削弱

农户家庭对土地保障功能的依赖，促使农户积极参

与农地转出是需要考虑的关键问题。

3.2  非农创业对农地转出的影响分析

采用二元 Probit 模型对农户的农地转出行为进

行回归分析，同时采用 Tobit 模型对农地转出规模

进行回归估计。结果显示，非农创业对农户的农地

转出行为和转出规模产生了正向显著影响（表 2），
这表明农户家庭非农创业促进了农地转出行为和转

出规模。边际效应结果显示，非农创业使得农户参

与土地转出的可能性具体提高了 8.3%，非农创业会

导致农户土地转出规模增加 5.6%。主要原因是，家

庭非农创业的开展需要高质量人力资本的投入，这

直接导致了农户家庭核心劳动力对农业经营投入的

减少。从表 1 统计结果来看，样本农户家庭的平均

年龄大约为 43岁，成员平均文化水平处于小学水平，

整体受教育程度偏低，这表明农户家庭中高质量劳

动力的数量较为有限。非农创业通过长期消耗家庭

有限的高质量劳动力，削弱了农户家庭的农业生产

能力和兼业经营能力，从而促使农户家庭倾向于转

出农地，这与前文的理论假设一致。同时，非农创

业所带来的较高收入降低了农业生产对家庭生计的

保障作用，从而影响了农户的农业生产积极性。由

于当前小农经营所创造的收入较为有限，大量的农

业劳动力向收入较高的非农部门转移，完全依赖传

统农业生产的家庭生计模式已经出现改变，创业通

过较高的非农收入对家庭传统农业生产发挥了显著

的替代作用，从而促使土地的生计保障功能不断降

低。此外，创业活动的开展使得家庭生计选择日趋

多元化，农户传统的小农思维发生了转变，固守土

地的思想得到了解放。因此，家庭的非农创业推动

了农户转出土地的行为和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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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控制变量来看，家庭成员的平均年龄、文化

程度和务工比例均在 1% 的显著性水平上分别对农

地转出行为和转出规模产生了正向显著影响，农地

确权在 5% 的显著性水平上分别促进了农地转出行

为和转出规模。其中，平均年龄越大的农户家庭由

于其劳动力的生产能力降低，越倾向于将农地转出；

而文化程度高的农户家庭，在非农就业和获取农地

流转相关信息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参与农地转出

的可能性和积极性越高 ；家庭中从事非农务工的劳

动力越多，对于农业生产的劳动力投入会越少，同

时对于农业收入的依赖会越小，从而促使农户将农

地转出 ；农地产权的完整、稳定与安全有利于提高

农户参与农地转出的积极性。农机租赁、农机自有

和农业补贴均在 1% 的显著性水平上分别对农地转

出行为和转出规模产生了负向显著影响，其中农业

机械的拥有量和农业机械社会化服务的不断发展推

动了机械等先进生产工具在农业生产中的普及，并

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了劳动力的流失，从而抑制了农

地转出 ；而农业补贴的获得通过激励农户的生产积

极性，从而抑制了农地转出。家庭人口数分别在 5%
和 1% 的显著性水平上负向影响了转出行为和转出

规模，而农业雇工仅在 5% 的显著性水平上负向影

响了转出规模，对转出行为未产生显著影响，这表

明相比于对转出行为，劳动力要素的变化对于农地

转出规模的影响要更为显著。

3.3  稳健性检验

1）替代变量回归。为检验基准回归结果的稳

健性，本文采用“家庭参与非农创业的人数比例”

作为非农创业的替代变量再次进行回归分析。结果

显示，替代变量的回归结果与基准回归结果相比，

非农创业对于农地转出行为和转出规模影响的显著

性水平和作用方向均保持一致（表 3），结果是稳健

可信的。

2）工具变量回归。为解决非农创业与农地转

出之间可能存在的反向因果等内生性问题，减少估

计偏差，本文使用 IV-Probit 模型和 IV-Tobit 模型分

别对转出行为和转出规模进行了检验分析。弱工具

变量检验结果显示，F 统计量均大于 10，P 值均显

著小于 0.01，且最小特征值统计量均大于 10% 偏误

下的临界值 16.38 [41]，这表明工具变量具有较好的

解释力，不存在弱工具变量的问题。同时，内生性

检验显著拒绝了非农创业不存在内生性的假设，由

此认为工具变量的引入是必要的。在纠正内生性后

非农创业仍然显著正向促进了农地转出行为和转出

规模（表 3），这说明非农创业的基准回归所得出的

结论是稳健可信的。

3.4  异质性分析

为分析非农创业对不同类型农户农地转出影响

表 2　非农创业对农地转出的影响
Table 2　Impacts of non-agricultural entrepreneurship on farmland transfer-out

变量
转出行为 转出规模

系数 标准误 边际效应 系数 标准误 边际效应

非农创业  0.369*** 0.037  0.083***  0.085*** 0.008  0.056***

家庭人口 -0.018** 0.009 -0.004** -0.006*** 0.002 -0.004***

年龄  0.012*** 0.001  0.003***  0.002*** 0.000  0.001***

文化程度  0.074*** 0.016  0.017***  0.016*** 0.003  0.010***

健康状况  0.021 0.021  0.005  0.003 0.004  0.002

务工比例  0.494*** 0.056  0.112***  0.100*** 0.012  0.067***

农机租赁 -0.352*** 0.036 -0.080*** -0.075*** 0.006 -0.050***

自有农机 -0.052*** 0.005 -0.012*** -0.009*** 0.001 -0.006***

农业补贴 -0.575*** 0.030 -0.130*** -0.145*** 0.006 -0.097***

农业雇工 -0.099 0.067 -0.022 -0.024** 0.010 -0.016**

土地面积 -0.000 0.002 -0.000  0.000 0.001  0.000

农地确权  0.063** 0.028  0.014**  0.011** 0.005  0.007**

征地经历  0.055 0.046  0.012  0.005 0.009  0.003

社会资本  0.002 0.012  0.001  0.001 0.002  0.001

区域情况 已控制 已控制

常数项 -1.495*** 0.124  0.087*** 0.024

Prob > chi2 0.000 0.000

Pseudo R2 0.126 0.232

观测值 13 924 13 924

注 ：* 、**、*** 分别表示 10%、5% 和 1% 的显著性水平，标准误栏为稳健标准误，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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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异质性。基于我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对老年

人的界定标准，本文根据户主年龄是否大于等于 60
岁，将农户样本划分为老年农户组和青壮年农户组

两类，并分别对两种类型的农户样本进行回归分析。

结果表明，非农创业在 1% 的显著性水平上正向促

进了青壮年农户的农地转出行为，对于老年农户转

出行为正向影响的显著性水平为 10% ；非农创业在

1% 的显著性水平上正向影响了青壮年农户的农地

转出规模，在 5% 的显著性水平上促进了老年农户

的农地转出规模（表 4）。同时，为检验非农创业在

不同年龄组别之间的影响差异，本文借鉴连玉君和

廖俊平 [42] 的研究，基于似无相关模型 SUR 的检验

方法对老年农户组和青壮年农户组进行组间系数差

异检验。在转出行为和转出规模中，非农创业的系

数在两组之间均存在显著差异，对应的 P 值均显著

小于 0.01。检验结果表明，无论是农地转出行为还

是转出规模，非农创业在青壮年农户样本中的正向

影响强度都要显著高于老年农户样本。

表 3　稳健性检验回归结果
Table 3　Robustness test regression results

变量

替代变量 工具变量

转出行为 转出规模 转出行为（IV-Probit） 转出规模（IV-Tobit）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非农创业  0.576*** 0.074 0.143*** 0.016  1.287*** 0.496 1.325** 0.634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常数项 -1.476*** 0.124 0.087*** 0.025 -1.785*** 0.168  -1.905*** 0.283

Prob > chi2 0.000 0.000 0.000 0.000

观测值 13 908 13 908 13 924 13 924

注 ：具体控制变量与表 2 一致，限于篇幅省略，下同。

 表 4　样本分组回归结果
Table 4　Sample grouping regression results

变量

转出行为（Probit 模型） 转出规模（Tobit 模型）

老年农户组 青壮年农户组 老年农户组 青壮年农户组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非农创业 0.143* 0.080  0.450*** 0.043     0.040** 0.017 0.100*** 0.009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常数项   -1.562*** 0.249 -1.443*** 0.153 0.042 0.051 0.108*** 0.029

Prob > chi2 0.000 0.000 0.000 0.000

Pseudo R2 0.111 0.139 0.218 0.248

观测值 4 869 9 045 4 869 9 045

由于创业本身对于农户的经济基础、社会资源

和文化技能等多方面都具有一定的要求，且较大投

入的创业活动还带有较高的市场风险和自然环境风

险，因此不同类型的农户在生计选择和创业能力等

方面存在明显的差异性。老年农户受到自身资源禀

赋、风险偏好和文化技能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就业

更偏向于保守稳定的类型 ；同时，现期的养老需求

导致老年农户对于农业生产和土地保障功能的依赖

性更强。与老年农户相比，年轻农户在劳动力就业

具有更为明显的优势，基础教育水平的提升和互联

网的普及使得年轻农户更容易接受新事物，从事创

业等非农工作的意愿和能力更强。此外，由于当前

农业生产成本不断提升，农业收益普遍低于非农部

门收入，导致近些年农村地区年轻劳动力“离农”

现象较为普遍，对于土地保障功能的依赖性减弱。

因此，非农创业对老年农户和青壮年农户农地转出

的影响具有显著的异质性。

3.5  家庭保险的中介效应分析

根据理论分析，非农创业农户通过参与和购买

多元化的家庭保险，提高了家庭生存养老的保障预

期，使得家庭摆脱传统农业生计约束，削弱了对农

业生产和农村土地保障功能的依赖程度，从而推动

农地的转出。同时，为分析非农创业对于农地转出

的作用机制，本文运用中介效应模型检验家庭保险

的中介作用是否存在。

模型结果显示，非农创业对农地转出行为的影

响系数为 0.369，对转出规模的影响系数为 0.085，
均在 1% 的水平上显著（表 5）。非农创业在 1% 的

显著性水平上对家庭参保发挥了正向显著影响，这

说明非农创业促进了农户家庭参与和购买保险。在

引入中介变量家庭保险以后，非农创业仍然在 1%
的显著性水平上分别对农地转出行为和转出规模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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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了正向促进作用，同时家庭保险分别在 5% 和 1%
的显著性水平上正向影响了转出行为和转出规模。

这说明家庭保险在非农创业对农地转出的影响过程

中发挥了部分中介效应。这一结果证实了非农创业

通过促进家庭参与保险，正向影响农户的农地转出

行为和转出规模这一作用机制是成立的。

4  结论与政策启示

4.1  结论

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背景下，农村经济发展

逐渐显现出新特征和新趋势。随着农村“双创”工

作的不断推进，创业活动在增加农村社会流动和促

进地区经济转型过程中日益发挥出重要作用。研究

表明，非农创业对农户的农地转出行为和转出规模

均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非农创业直接推动了农

户家庭的土地转出行为和规模，有利于农村土地要

素的流动。在不同类型的农户中，非农创业对农地

转出行为和转出规模的影响均具有明显的异质性，

其中非农创业在青壮年农户中的影响强度要显著高

于老年农户，这一定程度上体现了青壮年农户和老

年农户的发展特点和差异性，因此可以对更具有创

新创业能力的青壮年农户提供创业政策扶持，从而

推动农村土地的流转。

此外，在中介效应分析中发现，家庭保险参与

在非农创业对农地转出的影响过程中发挥了部分中

介效应，这反映出提高农户的保险参与是农户家庭

摆脱土地约束的一条重要途径，应进一步优化完善

农村保障制度，引导农户积极参保，降低家庭对传

统农业生产和农村土地保障功能的依赖程度，推动

农地转出行为和规模。

4.2  政策启示

1）要结合地区发展特征和农户家庭情况，有

序推动农业劳动力向非农部门转移。加强对农村劳

动力的非农就业技能培训，为相关农户提供政策、

资金等多方面的扶持，鼓励有意愿、有条件的农户

开展创业活动。通过创业转变农户家庭的传统生计

模式，不断提高农户家庭的收入水平，削弱家庭生

计对传统农业生产的依赖，进一步促进农村土地要

素的流动。

2）要基于不同类型农户的禀赋优势和发展特

征，有针对性的进行政策扶持和就业引导。鼓励和

帮扶有条件的青壮年农户积极参与非农创业，释放

剩余劳动力和土地 ；针对老年农户则应不断完善养

老等基本生活保障，通过降低土地的保障功能推动

土地流转。在尊重农户意愿的基础上，采用差异化

的措施鼓励不同类型农户参与土地流转，提高土地

等农业资源的配置和使用效率。

3）要优化完善农村保障制度，提高农户家庭

的保险参与率。一方面，要继续健全农村社会保障

制度，通过政策支持减轻农户参保缴费负担，并提

高农村保险的保障水平 ；同时，推动商业保险体系

的不断发展，丰富农户的参保选择。另一方面，要

加大农村养老医疗保险制度的宣传力度，采用多元

化的方式加强农户对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优势的了

解，培育农户的参保意识，提高农户家庭的保险参

与率，通过强化农村保险制度削弱土地保障功能，

促进农村土地资源的优化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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